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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左一）和他的三個學生 創辦《循環日報》的王韜

何啟、胡禮垣的政論著作 香港西醫書院學生上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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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與中國內地緊密相連，地處中西交通要衝。英國佔領香港之後，

該地處於外國殖民統治之下，但華人佔人口大多數。這獨特的地理環境和

社會條件使其逐漸成為中西文化彙聚、交流和輻射的中心。本書僅以理雅

各、洪仁玕、容閎、王韜、何啟、胡禮垣等歷史人物的事跡為例，說明香

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佔的地位。

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生於蘇格蘭亨特利鎮。1840年1月作為倫

敦傳道會傳教士抵達馬六甲，任英華書院校長。從此時起，他即開始研究

中國經典。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以後，理雅各逐漸萌發了翻譯中國典

籍的意念。1856年他首次同友人談起此事。1858年的廣州之行更堅定了他的

信念。他參觀了廣東貢院，發現該院至少有7,242間大小房間供考生使用。

他感慨萬分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重視學習。某些可能具

有高尚品格的民族，如亞述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以及近代某些帝

國，都經歷了興起、鼎盛和衰敗的過程，但中華帝國及其四億居民卻一直

屹立在那裏，原因何在？十分清楚，中國人可能信奉某種威力無比的社會

準則和道德準則。他看出，古書格言對中國人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影響

達到了聞所未聞的地步。欲瞭解中華民族，就應該瞭解其經典著作。1

理雅各首先着手翻譯的是《四書》，即《論語》、《孟子》、《大

學》、《中庸》。1861年《四書》英譯本在香港出版，稱為《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二卷。該譯本採用中英文對照形式，並有英文

1　H.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pp. 

28—29.

註釋。接着他翻譯的《中國經典》第三卷（《書經》及《竹書紀年》）、

第四卷（《詩經》）、第五卷（《春秋左傳》）於1865年、1871年、1872年

陸續在香港問世。他在香港所譯的《易經》與《禮記》亦於1882年和1885

年在倫敦出版。至此《四書》、《五經》全部譯為英文出版。從十六世紀

末開始，東來的外國傳教士對中國經典已陸續有所譯述，但將《四書》、

《五經》完整地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的，除理雅各外，別無他人。理

雅各翻譯《四書》、《五經》對於豐富人類文化寶庫，對於加深中國和世

界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作出了重大貢獻。

《資政新篇》與香港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施政綱領《資政新

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在政治方面，他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他

主張設新聞官實行輿論監督，設「暗櫃」瞭解民意。在經濟方面，他提出

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具體設想，主張製造火車、輪船、各種器皿，鼓勵

開礦，興辦銀行，開辦郵局。他還主張「准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

即提倡僱傭勞動，反對人身依附，為發展資本主義提供自由勞動力。在文

化教育、風俗習慣方面，他主張開設醫院、學校，嚴禁鴉片，除九流墮

民，反對溺嬰、修齋建醮、陰陽八煞和買賣人口等。在外交方面，他主張

與外國通商，在平等的基礎上友好往來。在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救民方

案方面，在鴉片戰爭期間的思想家和後來的改良主義思想家之間，洪仁玕

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在當時的中國內地沒有其產生的可靠經濟基礎

和思想基礎，它主要是在香港醞釀成熟的，是從香港移植到中國內地的思

想之花。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一位農民知識份子。1851年金田起義以

後，他幾次投奔太平軍皆未成功。為逃避清政府迫害，他於1852年和1853年

兩次短期到香港滯留。1854年秋，他回到香港，認識了倫敦傳道會的理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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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855—1858年，他受聘為該會傳道士和輔導教士（Catechist）。此次他

在香港連續居留達四年之久，直至1858年秋才離港前往南京。洪仁玕抱着輔

佐洪秀全和改變中國面貌的明確目標，在香港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文化。

除了研究神學，他還努力學習地理、世界歷史、醫學等世俗學科，對西方

政治體制有深刻瞭解。《洪仁玕自述別錄之一》寫道：「我想學了本事，

將來輔佐他（洪秀全），就回廣東，到香港洋人館內教書，學天文地理歷數

醫道，盡皆通曉。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待。住香港四年，故與

各頭目多半相識。其國中體制情偽，我亦盡知。」2
1850年代的香港社會既

是一個充滿民族壓迫的殖民地社會，又是一個採取了某些資本主義管理方

式的新型社會。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提出的主張，除了書本知識和外

國傳教士言談的影響，與他耳聞目睹的香港社會現實亦有密切聯繫。

容閎組織幼童出國留學

容閎（1828—1912年），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人。1842年11月1日，位於

澳門的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容閎是隨校遷移的11名學生之一。據校長勃

朗（S. R. Brown）的報告，該校遷港後開設的課程有英國歷史、世界自然地

理、力學、數學、英語閱讀、作文、中國典籍等。3容閎在香港馬禮遜學校

讀書達四年之久。馬禮遜學校的學習生活使容閎學到了西學的初步知識，

具備了一定的英語基礎，為出國深造創造了條件。1854年，他畢業於美國耶

魯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畢業於美國一流大學的中國學生。

系統接受西方教育並未妨礙容閎成為時刻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者。他

腦海中很早就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說：「在大學最後一年結束

前，我已經勾畫出自己未來事業的草圖。我確信：中國成長中的一代應該

2　蕭一山：《清代通史》（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 285。

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No. 12, December 1844, pp. 682—630. 

享受我享受過的良好教育，通過西方教育，使中國得以復興，文明強大起

來。」4他在《西學東漸記》的序言中說得更加明確：「制定派遣留學生的

計劃是我對中國永恆熱愛的體現，也是我心目中改革和復興中國最切實可

行的辦法。」

容閎從美國學成歸國後，不斷尋找機會實現其「教育救國」的理想。

1868年容閎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政府遞交條陳，提出選派幼童出國留

學等建議，但未被採納。1870年，他通過丁日昌向曾國藩重提派遣留學生

計劃。次年，曾國藩與李鴻章就此事聯名上奏，得到清政府批准。容閎首

先在上海設立出國預備學校。因所招第一批學生名額未滿，容閎曾親自前

往香港，從官立學校中，招收了一些聰明伶俐、中英文略有根底的學生。

1872—1875年，前後四批120名幼童按預定計劃全部送往美國留學。容閎

出任留學事務所副監督，親自前往美國主持留學事務。為了替留學生教育

提供方便，為了防止清政府從當時的留學生政策向後倒退，容閎建議清政

府在美國修築了永久性的留學事務所大樓。容閎一面肩負着繁重的日常事

務，一面還要同其他頑固守舊的留學監督周旋，為留學活動的順利發展，

在美國含辛茹苦、艱苦奮鬥達九年之久。

首批幼童出國留學是開創性的事業，是大規模直接向西方學習的運

動，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此事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

展影響深遠。

王韜與香港

王韜（1828—1897年），原名王利賓，蘇州甫里人。1862年，他涉嫌化

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鈞，被清政府下令緝拿。他被迫乘船逃往香

4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 Holt, 1909, p. 41.



120 121簡明香港史 第六章    十九世紀文化教育

港。此後，他改名王韜，字仲弢，號紫銓，別號弢園老人、天南遁叟等。

王韜到達香港時，香港開埠已二十餘年，後來他在香港居住的時間也

將近二十年。他對開埠數十年間香港社會面貌的變化有多處記述和評論。5

王韜在香港居留的頭幾年，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1867年理雅各返

英省親，當年冬天來函邀請王韜赴英繼續助譯。王韜因此有機會在理雅各

故鄉居住兩年。在此期間，他先後訪問過英國的倫敦、愛丁堡、亞伯丁、

丹迪、格拉斯哥和法國的巴黎、馬塞、里昂等地。訪問過程中，英、法等

國製造器物之「精微」，鐵路、電話之「利捷」，專利法之「良善」，稅

法之「周詳」，對「實學」（天文、地理、電學、熱學、氣學、光學、化

學等）之重視，以及決定「大政重務」的集議院（即議會）等，皆給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英、法等國的實地考察使王韜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認

識更加深入，心神嚮往，仰慕不止。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此後十年間，他在該報撰寫

大量政論文章，宣傳政治改良的主張。王韜在受西方影響較深的香港生活

近二十年，又曾親往英、法等西方國家考察。與同時代其他中國知識份子

相比，他對世界大勢的觀察與理解要深刻得多，變法自強的要求也強烈得

多。他急切地說：「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

富強之綱領，製作之樞紐。捨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

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有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

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炮台水雷

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

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

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6他

認為中國應該變革的有取士、練兵、學校、律例等方面，即主張從人事、

5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 216。

6　同上，頁 13—14。

軍事、教育、法律等方面對封建制度進行變革。他鼓吹發展工商業，提倡

開採鐵、煤、五金礦產，發展機器紡織業，興築鐵路，主張「令民間自立

公司」，發展輪船運輸業，還主張撤銷令「商民交病」的厘金。在政治制

度方面，王韜推崇「君民共主」（君主立憲），即「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者

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

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7王韜的君主立憲思想在當時

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的進步意義。

何啟、胡禮垣的改良主義思想

何啟、胡禮垣是香港本地西式學校培養的優秀人材。他們合作撰寫的

政論著作對中國社會的變革提出了系統、詳盡的主張。他們的改良主義思

想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何啟（1859—1914年），1859年3月21日生於香港，11歲時進香港中央

書院就讀。1872年13歲時，何啟被送往英國讀書。1879年獲亞伯丁大學內

科學士、外科碩士學位。1882年1月他又在林肯法律學院取得大律師資格。

1882年初何啟返回香港後，他曾經短期私人開業行醫，後被香港高等法院接

納為大律師，1890年他又被任命為立法局議員。

胡禮垣（1847—1916年），香港中央書院最早的學生之一。1872年畢業

後，他曾留校任教兩年，此後他成為航運業商人，但仍熱衷於文字工作。

1887年2月8日，香港《德臣西報》以《曾侯論中國》為題，轉載了卸

任清朝駐英、俄使臣曾紀澤發表在《亞洲評論季刊》的論文《中國先睡後

醒論》。曾紀澤竭力掩飾當時中國積弱的真相，鼓吹「先須國勢強盛，藩籬

鞏固，外侮既絕，方可內修國政」，認為興修鐵路和政令改革等當時皆不

7　同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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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此文在香港和歐洲引起了廣泛注意。1887年2月16日的《德臣西報》

上，何啟採用筆名「華士」（Sinensis），在致該報編輯的長信中，批駁了

曾紀澤的觀點。接着胡禮垣將該信譯為中文，並加以增補潤色，發表於同

年5月11日的《華字日報》上，該文即《曾論書後》。這是何啟、胡禮垣二

人合作撰寫政論著作，關心中國社會變革的開端。

繼《曾論書後》之後，何啟、胡禮垣又合作撰寫了一系列政論文章，

包括《新政論議》、《新政始基》、《康說書後》、《新政安行》、《勸

學篇書後》、《新政變通》等。這些專文寫就之後，當時即登諸日報，或

排印成冊，後又彙編為《新政真詮》出版，從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義的主張。

何啟、胡禮垣認為：「國家之敗，其端不一，莫不由於官府之邪。」

因而他們呼籲從改革吏治入手，革新政治。他們建議「擇百揆協同寅」，

選擇官吏應選擇「平日同志之人」，把是否贊成變法新政作為官員去留的

政治標準。他們主張「厚官祿以清賄賂」。在厚給俸祿的條件下，「文官

武員有受及民間一錢一物，或擅支國庫一厘一毫者，立行革職，永不再

用，恩俸盡削」。

在國家權力結構的改革方面，何啟、胡禮垣主張「行選舉，以同好

惡，設議院，以佈公平」。何啟、胡禮垣鼓吹在中國實行選舉，開設議

院，其理論基礎是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們稱之為「民權」思想。他們

反復強調民權的極端重要性，提出「民權在，其國在；民權亡，則其國

亡」的口號。何啟、胡禮垣熱烈而執着地鼓吹與封建專制思想針鋒相對的

民權思想，在當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家中是罕見的。

在經濟方面，何啟、胡禮垣提出了許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建議。他們

提議國內省、府、州、縣俱設鐵路，並糾合公司購建輪船以興商務。興辦

這兩件事，應採用民間集股辦公司的辦法，並由政府提供種種優惠條件。

對機器製造業、採礦冶金業、農林牧漁業等，也應鼓勵人們採用西方的經

營手法。

在文化教育方面，何啟、胡禮垣提出「宏學校以育真才」，「宏日報

以廣言路」等主張。

何啟、胡禮垣看出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險峻局面，故力倡變法自全、

對抗外來侵略。1898年春，何啟在《新政始基》序言中痛切地寫道：「方今

中國東三省以及山東、雲南、廣西、廣東鐵路礦務之權利，旅順口、大連

灣、威海衛、廣州灣水道門戶之險要，俱已歸於外人。中國苟猶有必欲自

全之心，則此篇之說或有可採焉爾。」他們指責清政府舉借洋款為「誤國

之謀」，還堅決反對外國人把持中國海關和用關稅充作借款擔保。

何啟、胡禮垣的政論著作是香港愛國知識份子運用西方比較先進的政

治、經濟思想解決中國社會弊病的嘗試，對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發揮過積極作

用。康有為及其弟子曾經如飢似渴地閱讀這些書籍。8何啟是孫中山在香港西

醫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孫中山後來對傅秉常說：他曾「受惠於何啟之教」。9

可見何啟、胡禮垣的思想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也產生過重大影響。

第二節 報業

香港報業在近代中國報刊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世界上第一家用活體鉛

字排印的中文報紙即誕生在香港。

8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p. 15. 

9　H. Z. So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26.


